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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

王丽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明代是泉州商业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朝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并没有挡住泉州人的从商

步伐，反而促成了泉州商贸由官方贸易向私人贸易的转变。民间商人的活动也恰恰就在这个时期空前活跃起

来，开创了由明而后蓬勃发展的海上私商，并 最 终 完 成 由 官 方 贸 易 到 私 人 海 外 贸 易 的 转 型。然 而 这 种 转 型 是

被动和局限的。泉州的各种典籍志书中记载的明代商人故事，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泉州商人与商业活

动。本文通过详细分析这些或详或简的商 人 财 富 故 事，剖 析 明 代 泉 州 商 人 的 财 富 路 径，从 经 商 缘 由 至 最 后 的

财产流向，分析商人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并与同时期的欧洲商人进行简略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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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泉州历任统治者励精图治，推动着海外贸易走向巅峰，但明朝廷实行的严厉海禁政策极

大地压制了贸易的发展，泉州港至此走向衰弱。和官方港口衰退不同的是，明代私商队伍逐步壮大并持

续发展，开启了民间商业的序幕，推动华侨群体的形成和偏远走私港口的繁荣。以明代为核心的前后三

百年，成为泉州民间商人空前活跃的时期。此时的泉州，如同欧洲国家一样，经历着商人财富不断积累，
社会商业化氛围不断浓厚，重商思想不断加深，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过程。笔者曾经认为，官方压制下

私商的发展，正是泉州已形成不可遏制的贸易习俗的明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生动力（贸易热情）推动

着民间商业的顽强生存与发展，但在仔细研读明代泉州商人经商致富的故事后，更多地却看到了泉州商

人的被动和局限。这种局限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明代泉州的商人财富无法像欧洲的商人财富那样逐步转

向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从几则明代泉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看其财富追求的缘起

事实上，泉州是一个离不开海洋，离不开商业的城市，农本社会中恶劣的地理环境，逼迫泉州人去寻

找生存的途径。商品交换是选择的结果，是生存的需求，因此商业于泉州自古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几

千年来，商人经商逐末为文人志士所不屑，商人始终不是封建王朝记载的主要对象，被留传下来的经商

故事少之又少。但因泉州商人之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使泉州的各种典籍志书中仍有不

少商人经商致富的故事。选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几则，有助于探讨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乃至理解

明代泉州商人的价值观。
《泉郡萧衙萧氏本房谱系》中详细记载了五世叔祖新泉公的经商故事。新泉公，讳大举，字文博。

“公年十七岁，而朴斋公见背矣。家贫无以为生，赖陈氏强自支持，荼苦拮据。新泉公以少孤掇业事商，辛

勤百状，不能悉述。娶范氏，生 松、柏、槐、桂 兄 弟 四 人。致 薄 屋 四 座，薄 田 四 百 余 亩。居 常 不 为 豪 举，不 事 雕

饰，俭以自奉，隆以祭祀，厚以待宾。尝呼 松、柏 兄 弟 廷 示 之 曰：‘尔 祖 父 辛 勤 治 一 经，仅 以 贡 途 任 浙 水 海 盐 令，

余愧不能文，竟以家窘就商。尔松、柏忝为仕者，当宏尔祖尔宗，无负爱山公芳躅也。我生平不由祖业，强自支

立。两经回禄，旋即复振，竟免于饥寒。又 愧 无 以 厚 业，为 尔 辈 贻。尔 当 择 贤 师，以 朝 夕 从 事，亲 俊 士，共 聚 首

奋励，毋得因循苟且过日。且难 得 者 时 也，难 成 者 功 也，易 迈 者 年 也，尔 其 念 之。’松、柏 佩 此 训，未 尝 顷 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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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俱为邑弟子员，而槐、桂尚总角而未弁也。于松逾不惑，而柏亦近，虽屡为县尹、郡守、宪台所拭目，乃未

能脱颖以惬父志，而父已即世矣。……”［１］

文中详细描述了新泉公辍业事商以致富，致富后谆谆教导后世子孙时袒露的心路历程。
重商主义儒学家李光缙在他的《景壁集》里绘声绘色地记叙了李寓西由下贾至中贾再到上贾，最后

息肩于农的过程。
“余家世治书，不喜贾，有之但坐窥市井耳，不喜行贾。兄伯自其王父由吾儒林徙安平，安平人多行贾周流

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甚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嬴薄货，用是致赀，时为下贾。已徙南

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 故 益 饶 为 中 贾。吕 宋 澳 开，募 中 国 人 市，鲜 应 者，兄 伯 遂 身 之 大 海 外 而

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太史公称 卓 氏、宛 孔、程 郑 之 属，……通 商 贾 之 货，然 未 有 浮 海 道 市 东 南 夷 者，安

在其可凡兄伯也。或曰：若是则安平之市无凡夫矣。

……

兄伯为人伉而爽，重信义，不侵然诺，好 扶 人 之 急，恤 人 之 穷，居 家 以 孝 悌 为 先，其 曾 王 父 与 余 曾 王 父 共 穴

而葬，兄伯出橐中金，修茔设 蒸，倡 诸 族 人，人 以 此 重。兄 伯 气 岳 岳 不 肯 人 下，身 侈 于 用 度，所 致 万 余 金，多 费

之，不封殖其家赀，至今不甚起。子长者修息，少者治书，令无失吾儒林之风云。或闻而谢曰：吾乃今知若兄伯

矣。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重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

……

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 贾，积 德 累 行，贾 不 如 农，故 兄 伯 晚 年 税 驾 于 贾，而 息 肩 于 农，筑 庐

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

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２］１０

晋江金井石圳村，濒临大海，是著名的侨乡。石圳村现存一部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修、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重修的《石圳李氏族谱》，记载家世甚详，谱中有传记百余篇，其中涉及外出经商的传记也有不少，
撷取其中“璋廿六公绍英传”。绍英字敦厚，号心台，生于万历廿六年（１５９８），卒于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

“因祖父以来，家事清淡，田园希微，奋志刻苦，磨铁成针。念兴家之无策，揭本营生。幸知己之有人，总角

之年，方知世事，二八之天，始悟艰难。远 离 双 亲，漂 流 江 湖。江 南 之 大 地，苏 杭 之 名 邦，洪 都 新 府，星 分 翼 轸，

地襟三江而带五湖，金陵古帝王所必争之地，财帛之所产，货物之所聚，四方之人皆得远游而生涯焉，而我心台

公遂复揭借微本，以为远游 之 计。幸 有 知 己，同 心 合 本，用 银 买 货，直 抵 苏 杭 诸 州……去 发 其 货，而 收 子 母 之

利；来取其物，而得所产之贵。及余资既 裕，财 本 充 足，始 复 回 家 创 置 乾 坤，别 求 婚 配……又 于 是 择 地 向 吉，起

盖房屋一座，开设学校以教族中弟侄。”［３］璋廿六公绍英传

文中记叙了李绍英因贫入贾，揭本营生以致富，后回家置学教授弟侄的故事。
清光绪手抄本《钱屿洪氏图谱》中介绍了洪贺的故事：

“洪贺，字世旺，号松峰，晋江人。性 质 实，能 治 生，平 日 崇 信 义，重 然 诺。凡 商 货 远 至，必 藉 司 平。与 人 贸

易，无不倚重敬信者。自奉俭约，服取蔽体，食取充饥，居室取完固。用能铢积寸累，有中人之产。初与二兄同

事父母，稍饶，乃请独任养，先志承欢，甘 竁 毕 致。乃 丧 葬，百 凡 独 肩，不 累 二 兄。自 壮 至 老，徒 步 道 中，未 尝 乘

车马。少知学，作字端楷，虽冗忙中无一画潦草。用以课子有成立。及子贵受封，淡约不改。或劝其曰：“公今

富贵且老矣，不可以徒行。”贺曰：“吾敢以富贵加诸乡党族哉。”郡太守屠东崖谓其任真不饰，不以器用衣服饮

食损德。终其身无不酬之德，无 必 报 之 怨。殿 元 茅 见 沧 谓 其 起 家 节 俭，言 语 必 信，利 不 为 徼 取，名 不 为 矫 立。

含贞履素，城府洞然。盖实录也。年八十四卒。子富，嘉靖己丑进士，历官参政，初封父刑部陕西司主事，晋封

江西司员外郎，终封中大夫、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４］２４９

记述中刻划了一个虽贾致富，却始终恪守传统礼德敬奉父母、和睦乡邻、教子有成的形象。洪贺其

子洪富，是嘉靖元年举人，八年进士，官至大中大夫四川参政。
以上撷取的记载虽是个例，却非常典型，仔细分析他们的财富故事可以看出明代泉州商人的一些共

性。泉州背山面海，自古“虽欲就耕无地辟”，在农本社会中，无奈的泉州先祖很早就在活下去的追求中

学会了交换。唐宋元的发展，使泉州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吸引大量中原人内迁，他们带来的儒家

文化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泉州人的思想。经商贸易的原发性冲动与儒家修身养性、向学求仕的思想

交织并存，塑造了明代泉州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投身商业更多的是缘于生活所迫。正如前述几

则故事所述，新泉公“家贫无以为生，赖陈氏强自支持，荼苦拮据”才“以少孤掇业事商”；［１］李氏绍英“因

祖父以来，家事清淡，田园希微”、“念兴家之无策，揭本营生”，［３］象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泉州府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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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的孝子丁怀可也是因“家贫业贾以养父”。［５］卷５２人 物 志·笃 行 充分的事例告诉我们，经商是许多泉州商人

生存下去的选择，他们投身商业或多 或 少 有 些 许 被 动，是 最 原 始 的 生 存 需 求，使 他 们 抛 弃 一 切，包 括 理

想、信念甚至生命，在政策壁垒中寻求缝隙。

二、明代泉州商人的财富路径

经商缘起的初始动机，影响了商人财富积累与去向的轨迹。有趣的是，明代泉州商人表现出来的财

富路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对这种相似的探讨，无疑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从前述四个财富积累的典型例子可以看到，大部分由贫入商者，几乎是从小本经营开始，从小商小

贩起步，逐渐地积累起财富的。从商之始，没有本金，或贷或借或合伙。李寓西行商之初“甚少有诚壹辐

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嬴薄货，用是致赀，时为下贾。”［２］１０石圳李绍英也是“揭借微本，以为远游之计。
幸有知己，同心合本，用 银 买 货，直 抵 苏 杭 诸 州……去 发 其 货，而 收 子 母 之 利；来 取 其 物，而 得 所 产 之

贵。”［３］《泉州府志》记载晋江人诸葛希孟“少食贫，与兄贷富人金，浮海为生。卒大困，富人操子母来算，
先世遗产殆尽。”［５］卷６０明 笃 行 这些商人从小资本开始，都要经过艰难的奋斗，勤勉俭约。萧新泉“辛勤百状，

不能悉述”［１］李绍英“远离双亲，漂流江湖。”［３］璋 廿 六 公 绍 英 传 洪 贺“自奉俭约，服取蔽体，食取充饥，居室取完固。
用能铢积寸累，有中人之产。”［４］石圳李氏又有另一段“璋五十九公敦郁传”记：“贤于生理，通商买卖，习

于会计，出入钱银，勤俭致富，营立江山。性情宽容，四方之赤子皆在度内，志气广交，远乡之宾客咸称雅

量……远通外国，信义之交恒敷于人心，和睦乡闾，老幼每称其志节。首出生理，全获其利。及回本乡，
大兴土木，起盖房屋，广置田宅，以遗后来，开筑坟墓，尊祖敬宗。”［３］璋 五 十 九 公 敦 郁 传 从族谱看，李敦郁也是一

个靠走外洋勤俭致富的海商。当然也有少数商人是通过特权和垄断牟取暴利，从而迅速致富，但占绝大

多数的仍是一步一个脚印，通过艰苦奋斗勤奋俭朴而发迹的。
从这些商人发家致富的路径分析中，不难发现，他们由小商业的累积而逐渐扩大为大商业，有了促

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现象产生，这一点不容忽视；也有了富家出财，贫者出力，初步具备资本原始积累

时期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关系，甚而发展到自由商人阶段。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生产关系萌发出新

生产关系 出 现 了 可 能。晋 江“黄 廷 榜，机 织 为 业，所 嗣 所 生 并 隆，孝 养 一 门 三 十 口，合 居 共 爨 无 间

言”；［６］卷５２，人 物 志·孝 友 晋江石崖《许氏族谱》称：“享氏，丁亥戍子（１６４７－１６４８）沧桑，与其兄各窜外所，平后

独归，晖潜公喜不自胜，畜于家，送至机房，学治丝之事。……为昌，……承叔父启务开鬻绸缎，市 情 热

闹，甲于同行。……亮昌，……家境乏后，兄弟协力经营，专理丝房。……万昌，……自幼从兄协理丝务，
后开铺营生”。［７］许氏家族自设丝房和染房，自设商行外销，其行销的地点，南至江宁、江浙、漳厦，北至包

头、燕、齐、鲁、卫。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财富的发展正在具有解放封建生产力的进步作用，代表了社会

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如果这些商人财富能作为原始积累而被利用，如果这些财富当时能够投资到手工

业生产中去，资本主义萌芽将会有长足的进展。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明代商人财富同封建

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资本 来 源，大 部 分 出 于 高 利 贷，“齐 贷 子 母 钱 往 市 者，握 筹 而 谋，可 坐 致

富。”［８］而所获的资财，又大量地重新流入封建经济的动脉中，不能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对封建经

济不是瓦解而是起着维护作用。
许多从事商业活动而发财致富的人，在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家族观念的感召下，回馈社会，慷慨

捐献钱财，举办家族的各项事业。这一方面正是泉州商人乐善好施传承传统儒家理念的体现，同时又是

投资增殖的商业行为的缺失。《闻见偶录》中曾记载的蔡廷魁就是较典型的，致富后把相当多的资产都

捐给家族事业的人。一般发财者捐的比例没有这么大，但从泉州民间族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致富后捐

资创办家族事业的人比比皆是。《泉州府志》亦有不少记录，不妨摘录几则：“曾邦庆，字维章，晋江人，生

而根器淳厚，事父母尽欢。丁播迁之变，父母相继沦丧。弃举业出走四方，归家颇饶裕。即议建祖祠，为
族人倡修葺远代祖茔”。“吴锡琏，字文真，南安人，性淳厚笃于本。滨海播迁后连丁两丧，寄迹于外，独

力经营得饶裕，遂移兄弟团聚，而宗祠祀田祖茔亦以次修建。”“叶方荣、方菁，安溪人，同胞兄弟，俱为诸

生，好施予，曾捐银七百两倡修祠宇，仍备春秋祭费”。［５］卷６１，乐 善 正因为如此，“族必有祠”在明清时期的泉

州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使海外经商者，最后也不忘回归家乡置业。《岱峰英岱三瑞堂洪氏族谱》记，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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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十四都蔡埭村（今金井钞岱村）洪邦丽，“公以家淡 薄 经 商，适 奎 峰 黄 先 生 开 澳 与 夷 贸 易，公 即 抵 广 为

之。自后二弟为巨商，白手起家，公始之也。”其弟洪邦质，“公孝友诚悫而有大度，故江外之人重之，裔夷

亦贾以数万金，终以成业归家，买田宅，构大厦……”他们因与乡族组织的密切结合，而有着自觉的乡族

责任感，自觉肩负着振兴乡族，和谐乡族的任务，商业利润很多用于满足家族的各种礼仪活动，继而建祠

立祀，整器修谱等，财富更多地体现为消费性的投资，逐渐丧失了积累。这成了明代商人最普遍存在的

财富流向。

三、明代泉州商人的价值取向

财富路径的走向正是商人价值观取向的直接体现，明代泉州商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其价值观始终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熏陶。不论他对财富和商业有着怎样的渴望和追寻，其最后仍是与封建王

朝站在同一立场，或回归农本，或追求功名，或慕儒尚学，从而失去了财富投入生产再扩大再积累以形成

强大生产力，催生新的生产关系的机会。这点也使之与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有极大的不同。
明代泉州商人的构成及其阶级出身，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被传统封建关系排斥在外的地方

贫民，这一部分占绝大多数。他们迫于衣食之忧而逐末，“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

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谓生涯无逾此者。”［９］但正如前文所述，促发他们虽“时

有飓风之险，亦冒为之”的原因，更多在于养亲养家。第二类是以儒治贾者，也占有相当的数量。“黄继

宗，晋江人。幼慧习，举业既长父殁家贫，稍治生以奉母有余，则以助族戚之贫困者。”［５］卷５９·笃 行“张志立

　父文郁，生五子，志立居长，弟四人俱殀。家徒四壁，乃舍儒就贾，拮据奉父。诸孱孤呱呱在疚，卵翼抚

育，一如已子。所在解纷济急，勇往直前。后以孙维枢贵，赠工部左侍郎。”［６］卷５２· 人 物 志·笃 行“杨宗叙，晋江

人。幼警敏。以贫辍儒业，为贸迁计，赀稍集。”［５］卷５９·笃 行“杨乔，安平人。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兄

继殁，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①这些弃儒从贾者，或是因贫辍儒，或是失职衣冠士，或是不

得志儒生，总之几乎是“学不遂”“仕不成”才“行贾四方”的，多少也有些无奈。当然，泉州商人的构成中

还有一类数量很少的势家望族。闽县知县仇俊卿曾描述沿海大姓的走私行动：“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

之。方其番舡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甚至有借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

……”［１０］２８１说明当时有地方官吏参与走私活动。族大之家，如梅岭的林、田、傅三巨姓，安平的陈、柯、黄、
杨诸姓，都以经商行贾著称。这些人一面违禁通海，擅放巨舰，勾引接济，一面私充牙行，居积番货，包庇

走私。他们的商业活动虽是主动之为，但前提是不能触及已有的权势和地位，所以始终以封建王朝为保

护伞，不可能站在其对立面。因此，明代泉州商人整体与统治阶级联系紧密，具有较浓的封建性，这也决

定了他们的价值理念始终脱离不了束缚，即使有着与欧洲商人一样的冒险远征行为，有着经商牟利的冲

动，但是对财富不顾一切的追求与激情远不如同时期的欧洲商人。
贫而入商者，如上所例举的兄伯李寓西，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在李寓西

看来事贾是为了脱贫，无德行可言，于是致富后他将悠然田间，回归农本作为积德之行。“故兄伯晚年税

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

问，而兄伯老矣。”兄伯因晚年息肩于农，躲过了吕宋一劫。李光缙将此归之兄伯超出常人的预见之能，
“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榷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不数年，好事者

言夷地多金，遣使侦之，夷 人 疑 有 它 谋，遂 屠 戮 中 国 贾 人 以 数 十 万。令 兄 伯 俱 去，能 独 免 乎？愚 者 暗 已

然，智者识将然。斗智争时先一市人，此吾所以不凡吾兄伯也。”其实“吾之兄伯”之所以不再往吕宋，并

非预见到危险，而是其时泉州商人的“知足常乐”，以农为本的经济追求的体现。［２］１０

弃儒入商者更是始终向往在现行封建政权中求取功名。他们慕儒求仕，十分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成

为最明显的弱点。在泉州商人的传记中“弃儒从商”“舍儒就贾”的类似字眼比比皆是，这固然反映了不

少商人早期接受儒家基础教育的事实，但也不排除粉饰包装的成分，以及从事商业的无奈，“儒”已经成

４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０６月　

① 各地的志书或繁或简地记载了一些商 人 从 商 的 故 事，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信 息。本 文 主 要 参 考 的 地 方 志 书 有《泉 州 府 志》

《晋江县志》《海澄县志》。



为商人的一种精神资源。弃儒就贾者成功后的自足，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自慰。李光缙撰李寓西家世

时明确言“余家世治书，不喜贾”。他们总要强调自己原本业儒，只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弃儒入贾，一直将

不能完成儒业视为人生憾事。新泉公在训示后辈时说“余愧不能文，竟以家窘就商”，其言语是何等的痛

悔。他谆谆教导富裕后的后世子孙勤勉读书。“尔当择贤师，以朝夕从事，亲俊士，共聚首奋励，毋得因

循苟且过日。”让其子尔松、柏忝“为仕者，当宏尔祖尔宗，无负爱山公芳躅也。”［１］这反映了其时泉州商人

一个普遍的倾向：致富之后的商人将希望寄托于子孙后代重返儒业。在科举取士的社会里，一个家族社

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的大小为衡量标准。通过族众的入

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子弟进学求仕，跻身士

绅阶层，意味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得以上升，这也是改变自身社会状况、提

高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明代许多泉州商人的后代子孙，并未子承父业，继续商业或生产的

累积，而是尽量为官为仕，走向士绅阶层，靠笼封建政权。洪贺之“子富，嘉靖己丑进士，历官参政，初封

父刑部陕西司主事，晋封江西司员外郎，终封中大夫、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４］２４９这就是泉州商人热

衷于捐 资 助 学、提 携 子 弟 的 原 因 所 在，因 此，在 现 实 作 为 中，他 们 不 遗 余 力 地 捐 资 设 学，振 兴 宗 族 教 育

事业。
甚至那些被当势政权所排斥的，以抢夺作为致富途径的“盗商”们，其内心也极为向往改变身份，希

望能够为官为仕。在政府严格实行禁海禁商政策时，一部分商人采取激烈手段来寻求获取经济利益，亦

商亦盗，武装贸易，成为寇盗。这些腰缠万贯的寇盗，并非甘心如此，始终希冀自己有朝一日能从现政权

对立的寇盗变成政权中的人物。特别是随着经济力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越积越

多，这种复杂的心理也越来越强烈。所以明代海商集团的海上武装贸易最激烈，却又最热衷于被招安。
最典型的莫非势力最大的郑氏集团。天启中，泉州巡海道蔡善继派人招安，郑芝龙即向来人表示：“海上

弄兵，原非本意，因寄迹东洋，受困倭人，迫而威之。今既承道宪严命，岂敢固执以负德意。”入泉州，诣辕

门，去衣帽自缚，泥首阶下。这样的言行不正是急欲投靠政权的表现？崇祯初，郑芝龙虽纵横东南沿海，
却一直不追不杀不掠，其用意正是想以实际行动向官方示好，“郑芝龙两次大胜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

而不杀，败俞都督师于海内，中左弃城逃窜，约束其众，不许登岸，不动草木”；还向被获的卢毓英“将衷曲

一一吐告”，通过卢毓英向官方表示愿意再次 接 受 招 安 的 心 意。求 降 成 功 后，郑 芝 龙“差 芝 燕 芝 凤 带 金

银，带币帛，同毓英入泉州城，先见王猷，次见邓良知，代芝龙陈始末，愿拜门下，缴上厚礼，各大喜。……
英一一代芝龙禀上，愿充辕门犬马报效，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以赎其罪，并呈重

礼，文灿大喜，收之。”卢毓英也受托为郑芝龙要官请爵，“招安芝龙，固是不难，但芝龙以前抚未加官爵，
恐遭势宦凌辱，是以逸去。今欲再去招安，若无官爵，恐不能服芝龙之心。”［１１］６、１０－１１可见其要的不是容其

纵海从商的良好条件，而是在朝廷中谋求官职。这是当时商盗并兼的许多海盗的普遍心理，他们的内心

深处迫切希望得到朝廷认可。这样的盗商集团所积累的财富是不可能为推翻政权积蓄力量的，只能增

加了苟安于现政权的筹码。

四、总结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商人对财富有着极大的兴趣和追求，他们将财富更多地投向生产，尽其所能

地，最大限度地以钱生钱，以实现财富的增殖，从而逐步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因此，其时的欧洲商人是以

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形成一股与封建领主制度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并且最终推翻

领主制度，摧毁封建王朝，迈入资本主义时代。反观明代泉州，本应更具开拓精神和先进理念的商人集

团，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并非对立于现有政治制度，而是对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
从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倡导以农为本的立国理念，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处于被歧视和压抑的

状态，虽坐拥财富，然往往被视作为富不仁的卑下人物，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明代的泉州商人同样也浸

染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知足常乐”与不愿舍本逐末的传统伦理严重地束缚了他们，即便致富巨万，也

仍对自己的身份耿耿于怀，因而对投资农工商等产业以实现财富的增殖，没有充分的追求。他们体现出

与同时期欧洲商人截然不同的经济伦理，更愿意将人生理想与财富追求作适度分离，也必将这种理念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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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嘱咐子孙后代，希望子孙后代端正追求，走与政权息息相关之路。这样的商人，缺乏斗志，严重依附于

政治，不可能具备加强团结，与旧体制抗争，从而争取本阶层应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他们更多地希望

着某种改变，生意越是成功，越是企盼当权者的青睐，希望能够身兼富商与官绅，跻身于代表着社会政治

地位的士绅阶层，大概便是最为理想的人生追求。其结果必然也是随着王朝政治的兴衰而兴衰。因此，
尽管明代泉州出现许多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人以及商人集团，并且催生了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但只能是

现行体制下的流星，拥有短暂的光芒，却无法像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商人阶层那样，组合起自己的政治力

量，团结各种势力，从而瓦解旧的体制，建立起崭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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